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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 70 年：中国复兴的历史观察

胡传胜

引言

 

中国的复兴是 21 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

远影响。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似乎正在到来。[1]

复兴是一个哲学词汇，常常是人们对前面某一个时段的历史意义的感知，

在巨大的时间差中产生连续感。在历史研究中，复兴的原型是 1350~1500

年发生在欧洲的以复兴西方古典思想、认同其价值为特征的文明复兴（中文

的“文艺复兴”远不能表达 Renaissance 的含义）。复兴也常常是文化保守

主义者的历史期望，如在现代伊斯兰复兴（al-sahwa）运动中，它主要指宗

教的复兴计划。但中国的复兴几乎是一种当代意识，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生

活资料的丰富、生产能力和政府效能的提高等现象的感知。中国复兴的想象

集中体现为“富”（财富的增长）与“强”（政府的强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两个方面，这与西方的文艺复兴那种既强调精神（回归古典理想）又强调世

俗性（现世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不同。中国的复兴甚至只是对当前中国的

物质力量与影响力突然迸发这种现象的认知与承认。突然出现的这种富足与

强大，这种“崛起”甚至“奇迹”，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屡次出现的“盛世”相比，

使人产生一种回归的感觉，一种中国文化与制度开始回复到其原有和应有之

影响力的强烈感觉。

中国的复兴是“当下”的感觉，是 21 世纪的词汇或意识。在中国过去

150 年历史里，最先出现的是被欺凌和要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意识，因此是危机、

危急甚至存亡意识。它是对西方军事与思想霸权的反应，表现为主权与文化的

双重危机感。随后出现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80 年代调整方向的“振兴”

意识：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制度，中国才能获得振兴。“振兴”是

未来指向的，并没有回复与复兴的内容；相反，在通过学习达到振兴的过程中，

过去或传统是要被克服的。直到 2008 年以后，在“振兴”似乎接近完成时，

“振兴中华”的话语才突然变成“中华复兴”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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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六次复兴

 

从公元前 200 年到今天约 2200 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经历了六次复兴。

复兴与衰落相对，有衰落甚至崩溃，才有复兴。第一次复兴可以划定在汉武帝

时期，至少是其前期。在此之前，无法看到反复出现的衰落与崩溃，因此它只

是考察问题的起点。公元前 130~ 前 120 年左右，汉武帝执政的第二个和第

三个十年，汉朝开国后第 70~80 年，可以视为第一次复兴的标志。这是第一

个历史单元（秦汉，公元前 221 年 ~ 公元 220 年）的前四分之一处。 

第二次复兴出现在公元 660 年左右，即隋统一后约 80 年；如果把隋唐一

起算，这个单元历 320 年左右。这属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处于太宗和玄

宗之间，向前 20 年是贞观之治，向后 20 年是开元盛世。在此后的历史中，

不管是士大夫还是大众的眼里，这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这两次复兴或历

史的高峰相隔约 750 年，中间经历了近 400 年的“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个历史单元便是两宋（960~1279 年）时期，历时约 320 年。1030

年（宋王朝的开国 70 年）前后二三十年也许可以视为复兴时代。这次复兴依“文

治武功”标准显然勉强，因为“文治”虽然几乎达到顶峰，但“武功”的确乏

善可陈。但是，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宋辽的和平环境使农耕与游牧两大

文明区域都得到安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等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仍然不失为中

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这两个单元之间的间隔期不到 100 年。

第四个历史单元为明代（1368~1644 年），大约 280 年。1450 年前

后，虽然北元仍然对中原王朝形成威胁，土木堡事件就发生在 1449 年，但从

1440 年（约大明王朝的开国 70 年）直到 1550 年的一百年，仍然可以视为

明王朝的强盛时代。长城以南的中原农耕文明与长城以北受蒙古诸部统治的极

广地区，大致处于和平状态；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在 16 世纪都达到

了繁荣状态。

复兴常常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历史期望，但中国的复兴几乎是一种当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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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历史单元是 1650 年至 1910 年，共 260 年，1730 年正是康乾盛

世的中间点，这个盛世处于整个王朝的三分之一处。第六个历史单元正是我们

当下所处的时代。2008 年以后的十余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学者、官员，中

国崛起、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感受，都变得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是近十余年国力的强盛与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感觉，人们可能也不

会产生复兴或者循环的感觉。复兴、循环、历史周期的感觉，而不是概念（我

们离这种概念的认识还有很长距离，而且概念化本身也是多角度的），构成典

型的当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以外的文明单元几乎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汤

因比和更早一点的斯宾格勒，都意识到文明的生命历程。但生命历程的比喻，

是历史意识或历史感的最肤浅的部分。任何一个文化或文明单元，都经历着兴

起、繁荣、衰落到崩溃的周期，希腊是这样，罗马也是这样。但是，像中国文

化这样不断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在两千年中经历五六个生命周期的情况，在

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最抽象意义上的循环论，几乎只适用于中国历史。[2]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中，中国历

史上出现过六次复兴，出现过六个从兴起、发展、强盛、衰落到崩溃的周期性

过程。当然，关于什么是盛世、什么是复兴，是有争议的。不过，从常识的也

是经验的角度，也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它们确实存在。当

今时代普通人的体验，也见证或印证了它们的存在。突然置身于物质丰富状态

的当代普通中国人，或者至少中等收入者，产生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

感觉；而此前 170 年，中国历史或中国文明，经历着下行（1840~1900 年）、

谷底（1900~1950 年）与上行（1950 年以后）的历程。当然，就像当代的

情况一样，所谓中国文明的复兴，首先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它是与前一阶段极

度的匮乏与虚弱相比较而产生的，甚至是出自一代或至多两代人之切身体验的

概念。

我们可以列举出各个历史单元中盛世阶段的若干现象，对盛世或复兴做一

像中国文化这样在两千年中经历五六个生命周期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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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征上的描述。

第一，和平的或有秩序的日常生活，即和平的秩序。这是概念性的，也是

体验性的。和平的秩序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战乱（内战、叛乱、伴有武装对抗的

大规模暴力）的不存在。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的那些年代，都具有内部和平这个

特征。在中国人眼中，盛世总是与太平相关的。在和平的秩序下，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不被打搅，可以从事日常的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然灾害外，

普通人的生命与财产不会受到损失或侵害，或者发生侵害后立即可以得到补偿。

和平的秩序，意味着社会处于法治状态；法律尽管可能不完善，但能被较好地

执行。

第二，与前三十年相比，普通人能获得的物品与服务大幅度增加，一个人

的一年所得，几乎抵得上上一辈人的数年所得。这同样是一个向前比较的概念。

比如说，至少就明代而言，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年代（1435 年前后，第五

次复兴的开始），一个人在实物方面的所得，以及他生活的方便程度，可能与

一百年后的嘉靖年代（1550 年前后）更少，但它必然比元代末年更多。当然，

复兴更多不是生活品质的静态比较，而是历时的测量。在历史上的盛世，普通

人最大的所得便是土地的获得，普通人既不会因为战争与灾荒而抛弃土地，也

不担心土地被别人霸占。土地与劳动结合才能产生效益，才能成为生活的基础。

第三，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回到国际关系的中心。普通人感受到主要是前

两种变化，这种变化则更多是精英的感受。在前面五次复兴中，开国 70 年左

右，中国均回到了亚洲东部（或东亚与中亚）的中心。当然程度有所不同，在

宋明，更多是回到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在汉，这种主导地位一度扩展到

西域（中亚）的一部分；唐代至少在盛世时期，这一主导关系甚至扩展到天山

以北。这种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和亲与朝贡体系。在汉武帝之前，东亚国际秩序

是匈奴主导的。汉武帝的所有政策都以打击匈奴为中心，直至匈奴分裂，汉朝

才成为东亚的主导。使北方民族处于分裂状态，是多个朝代的重要目标。虽然

隋唐带有鲜卑烙印，但 6 世纪末和整个 7 世纪，仍然可以看到中原王朝与柔然、

突厥展开的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生死争夺。在太宗之前，唐朝处于劣势。直到

突厥分裂，东突厥被击败，唐与强邻吐蕃和平共处时，唐代才回到国际秩序的

中心。这时候唐代已实现对东亚完全的支配；当然，这种支配也许始终以东亚

为限。宋代是个例外。辽、西夏和宋的扩大版“三国演义”中，北宋一直没有

起过主导作用。金和蒙古崛起后，宋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南渡百年后，宋终

于与蒙古人合谋，消灭了西夏与金，最终自己也被征服，被整合进蒙古人的世

界体系中。明代虽有开国 60 年左右的“仁宣之治”，但它的最强盛时代也许

出现在 1420 年左右。明朝虽然与北迁的蒙古至多处于力量平衡状态，但在举

全部军事力量固守的长城一线以南，包括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却取得了国际关

系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也正是在明代，朝贡体系才得到了经典的表达。现代

以前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次盛世是康乾时代，立国约 100 年左右，清朝的力

量达到了顶峰，其标志也许是 1760 年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和并入清朝版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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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累积性

 

在 2200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六次复兴。与之前 80 年或

50 年的战乱和极度的匮乏相比，这些复兴显然非常突出。它们几乎总是间隔

300 年左右反复出现，呈现出周期性的特性。中国的复兴，显示出中国历史

的特殊性——在周期性的崩溃与兴盛中体现出文化与制度的顽强连续性或再生

性。如果没有连续性，至少是表面的连续性，复兴的概念是无法适用的。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4] 第一是汉字一直被保持，这是中华

文化连续性最确切的标志。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文字的写法就被固定下来。

此后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汉字被顽强地保存下来，规定着中

华文化的同一性。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有的有自己的文字，而且分属于不同的

语系，但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往往先保持双语状态，然后汉语逐渐成为官方语

言或通用语言。语言的丧失是文化特性丧失的最重要标志，因为正是文字以及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主导观念，形成了文化的特征。

第二，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连续性。有了语言 - 文字的连续性，就有

了经典的传承，那些在文化奠基时代出现的作品，以及被这些作品固化与保存

的思想方式，便会被不同的时代保存下来，以至于我们的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

也被文字和经典固化了。这种固化不是说没有变化，而是说所有的变化都表现

为文化自身的变化，是在文化内部的变化或表现为文化的丰富性。文字或经典

保持着文化主基调同一性。中国的制度安排虽然多有变化，但是始终受到这些

经典及其保存的思考 - 行动方式的制约甚至“决定”。这在当代，或在清代，

或在元代，都能见得到。以当代为例，今天中国的种种制度在名称和形式上，

似乎与汉唐有巨大的差异，而与西方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我们的行事方式，

却保持着可以辨识的同一性。

上面所说的只是文化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

中国历史体现着不断的回复。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仍然呈

现出巨大的差异或变化。例如，贵族社会的衰落与平民社会的形成。西周是封

建制的形成时期，它开始了中国以血缘关系——而非法律规定的忠诚契约——

为中心的，作为正式统治制度的封建贵族制时代。这种贵族制在战国时代的社

会混乱与秦到西汉的郡县制中受到了抑制，虽在东汉—魏晋时代暂时恢复，但

总体上受到抑制的趋势没有变。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科举制度全面推行后，

中国社会逐渐变成平民社会。与此相平行的，便是大土地所有制的衰落，自耕

农或小农经济占据支配地位。没有什么比科举制度与小农经济，更能概括宋以

后中国社会的特征。虽然宋代以后均田制便停止推进，但土地并没有呈现集中

趋势，大土地所有者仅限于王公贵族和一小部分商贾，且他们再也没有获得东

汉—魏晋时代那样的政治影响力。[5]

这个过程也是中央权力扩大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概括，形成了 19~20

世纪社会科学中的典型概念：中央集权制度。王朝先是实现对王族与地方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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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后是实现对地方军事与行政力量的抑制或驯化。往往前一时代或朝代

某个问题非常突出，后一时代就会注意防范。如南北朝时期门阀问题非常突出，

在唐代基本上被解决；唐代地方军事长官（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非常突出，

到了宋代尤其是明代，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个过程还是郡县制逐渐扩展的过程，虽然扩展与收缩交替出现，但扩展

仍然占主流。郡县制的扩张也是流官（通过科举考试由中央派出的官员）对土

司的替代。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流官顽强地渗透和挤压着土司管理的区域；农

耕文明发展到哪里，流官就发展到哪里。[6]

从逻辑上讲，这些过程同时意味着皇权的无限扩展。但奇怪的是，皇帝作

为一种职位或机构，只具有法理上的至上性；在实践中，那个具体的皇帝本人

实际上受到非常严格的约束。在法理上，南宋和明代的皇帝都更加“专制”，

但他们的武断程度并不及汉代，因为皇帝制度与宰相制度形成了重要的张力。

明朝皇帝的“残暴”，多半是被文官过分挑衅的结果。从法理上讲，汉语意义

上的“专制”是对皇帝的职位要求，被反对的不是皇帝的专制（“乾纲独断”），

而是他的“残暴”特性和“暴君”特征——例如，皇帝无视大臣特别是宰相的

建议（政策的，特别是人事安排）而做出决定；当这些决定受到不合惯例或不

合道德的批评时，皇帝不仅不听劝阻地强制推行，而且对劝阻的大臣们（特别

是言官）施以惩罚。纵然是贤明君主的决定，一般也被认为是由宰相通过复杂

而严格的程序，以特定的格式提出的，皇帝只是将其最终合法化、予以权威而

已。这里，既有皇帝和宰相们的协商或沟通，也有宰相和其他大臣们的沟通。

令人吃惊的是，在汉代特别是西汉，宰相的“家臣”特征还很明显；从汉

到宋，宰相一般被视为文官的首脑，所有文官都可以视为其下属；明清时代，

为了在文官与宰相之间形成制约，这种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不再存在。宋明的科

道官（言官）几乎视自己为皇帝和所有官僚的道德检查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对

皇帝和大臣们不合道理、不合礼法的行为提出批评。明代的皇帝与言官则时常

皇帝作为一种职位或机构，只具有法理上的至上性

从逻辑上讲，

这些过程同时意

味着皇权的无限

扩展。但奇怪的是，

皇帝作为一种职

位或机构，只具有

法理上的至上性；

在实践中，那个具

体的皇帝本人实

际上受到非常严

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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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对骂”状态。在正常情况下，重要的决策是协商的结果，纵然政策建议

特别是人事安排是由皇帝先提出并被丞相接受的，在程序上也要表现出这是君

臣共同商量后，由大臣按照严格程序提交（“票拟”）上来给皇帝“御批”的，

建议由外廷产生，皇帝只完成最后的核准手续。这样的决策机制是合礼制的，

这样的皇帝才是“明君”。如果皇帝与宰相意见不统一，处于相互说服不了、

相互不让步的状态时，宰相一般会提出辞职。皇帝出于礼貌，一般要予以挽留。

宰相辞职是因为自己的决策不被接受，自己已经无法完成辅佐任务，所以应该

由另外一个与皇帝观点一致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政治

被包裹在温情与礼法之中。辞呈虽然有时会被视为对皇帝的抗议，但本质上都

一样：皇帝与宰相意见发生了分歧。遇到强势有为而不甘心当“橡皮图章”的

皇帝，这种情况不免会发生。在意见发生分歧而皇帝不让步的情况时，应该以

皇帝的意见为准，这是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务要求，但这时候宰相必须辞

职。如此才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辞官”为何是官场的平常事，宰相辞职

又任职的情况为何多有发生。

 

中国当代复兴的新特征

 

中国当代的复兴，与前几次都不同。20 年前特别是 30 年前，复兴的意

识是不存在的。虽然“振兴中华”是近代以来所有知识与政治精英的口号，但

真正的复兴意识，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同一性自觉基础上的复兴意识、强大意识，

的确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与历史上的五次复兴相比，这次复兴是真正的世界范

围的，其意义与影响也只有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才能够说明。

这是新的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复兴。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复兴时

代，不是建立在中国原有的技术与经济制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全球性的技术

与经济制度——工业化与市场经济之上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先进工业技

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复兴时代，是建立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之上的

目前我们所

处的这个复兴时

代，不是建立在中

国原有的技术与

经济制度之上的，

而是建立在全球

性的技术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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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是一个巨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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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

术的引进使得产品与服务在短时期内快速增长，从而使得普通中国人在近 20

年获得的产品与服务，是过去几千年根本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也是全世界的

普遍状况，只是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而已。工业技术与中国人的勤劳革命或致

富激情相结合，使得这 20 余年内中国创造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数量居于世

界第一。[7]1978 年以来的 40 年时间内，中国的所有制度与政策安排，都与

发展经济相关。与前面几个时代相比，生产实现了几何级增长。中国复兴最集

中的体现，无疑在于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似乎是一个新的

现象或政策取向。但是，历史研究者发现，两千年来，至少从北宋开始的一千

年来，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撑原则；在先是以实物、后是以货币为形

式向国家缴纳赋税以后，农民一直在市场网络中生产，并且周期性地形成由地

方到全国的市场网络。中国的复兴也是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复兴。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活动在国际分工中进行，意味

着经济活动借助技术手段突破原来的地理限制。中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最大的经济体，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一方面，随着产能过剩，中国产品在世

界范围内寻找销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是中国的商品市场。中国完备的

工业体系，几乎适应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市场，能够向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

提供不同的产品。在十年前，我们参加国际竞争的还只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近

几年，中国在高铁、通信、航天等领域也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另一方面，中

国经济加入并塑造了国际分工，并在资本输出方面与欧美在南半球展开了激烈

竞争。作为经济竞争的自然结果，中东、非洲与南美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基地

与商品销售市场。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公司便遍布世界各地。[8]

在前面五个历史单元中，在国家力量强大时，中原的影响力会向西穿过河

西走廊，抵达天山南北的绿洲甚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向北则短

时间地突破长城界线，使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部分处于臣服状态；在中原力量弱

小的时候，中国的版图则收缩到河西走廊东端和长城以南。在长达两千年的时

间内，中国的国际影响只局限于东亚。但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世界的任

何一个角落。这当然不是传统的军事影响力。传统的影响力是军队延伸到哪里，

政治影响力就达到哪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如此，罗马帝国如此，奥斯曼

帝国如此，唐帝国也是如此，甚至英帝国也是如此。直到 19 世纪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经济的影响力取代了军事的影响力，军事的影响力仅限于能够在世

界上任何地方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保障全球性商品供应链的安全，全球

港口的战略性布局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在当代中国，才出现了与西方平齐

乃至抗衡的世界性力量。

这是后帝制时代或民主化时代的复兴。中国当代复兴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

特点在于，这是在中国人告别帝制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当代民主化的背景下

实现的。民主，曾被视为中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的关键所在。皇帝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

治的最高原则。皇帝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职位，或者说是高于任何人

中国当代复

兴的一个最引人

注目的特点在于，

这是在中国人告

别帝制的情况下

出现的，是在当代

民主化的背景下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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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职位、由上天唯一安排的职位，人间的所有职位从理论上都出自皇帝；从哲

学上讲，皇帝是一个具有极其特殊的道德品质的家族（皇族），其道德品质如

此伟大，以致被上天挑选出来代表上天——这个只作为相信的对象而不作为描

述的对象的最高存在，实现对万民的统治。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忠”），是

普通人特别是大臣的第一美德；这种服从，既是对事物的根本秩序的服从，也

是对最高道德秩序的服从。除了天命（王朝的“气数”）以外，即除了上天以

外，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皇帝的统治；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行为，都是

“大逆不道”。在当代，皇帝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对根本制度的绝对忠诚，必

然以某种方式得到继承。在当代，人民已经取代天命成为政治的最高原理；严

格的任期与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机制，确保领导者年富力强和政局平稳，这

些是古代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古代制度的强大优势所在。

 

结语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2049 年是新中国建国 100 周年。

在长时段的历史刻度上，它们是近在咫尺的、几乎同一或重合的历史时刻。在

两千多年中国史上，不同朝代均在开国 70 年时达到鼎盛。

如果试图对未来做出预测的话，我们仍然只能借助历史，虽然这种预测表

达期望的成分要大于描述经验事实的成分（因为事实尚未发生）。在中国历史

上，任何一个朝代开国 100 年时都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汉代 400 余年，若把

献帝时代扣除，约 380 年，100 年是武帝太和三年，是年李广利再征大宛并

攻陷该城，汉朝如日中天；唐朝 289 年，100 年是开元六年，开元盛世刚刚

拉开序幕；清代 268 年（自入关起算），100 年是乾隆九年，康乾盛世亦刚

拉开大幕，需要再过 30 年左右，清朝的国际影响力才达到鼎盛；等等。100 年，

是个值得期待的时刻。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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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iated Fandom—The Internet Community between 
Capital and the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takes contemporary fandom, a large collection of 
active communities on China’s Internet, as a model for exploring 
the virtual commun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Taking 
the Internet social platform as the basic field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fandom has successfully invaded the 
public sphere and become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cyberspace. 
Deviating from their initial interest, the online fandom group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extraordinary online social form 
which hovers between the capital platform and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so to maximize the interests of the group in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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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ehicles of civilizational mission to instruments of 
domin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scie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are insepar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shing 
to launch a decolonization agenda and pursue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ceptualize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empire, to reflect deeply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North Atlantic standard, and to clarify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modernization 
from Westernization and find a development path truly in line 
with their own traditions, cultures, and people’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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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200 BC, among 2000 years, Chinese culture has experi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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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of all previous rejuvenatio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 continuity of cultural ideals and lifestyles, as well as the 
refined civil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lect the accumulation of this culture. Based on 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flecting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reviv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great phenomenon with glob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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